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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清末的政论报刊与

政治思潮

清末政治思潮的开展及演变，与政论报刊的兴起有密切关系。

政论报刊之目的与功能在于造成舆论，藉此以推动政治变革。在

辛亥（宣统三年， 年）武昌起义前十余年间的政治运动中，政

论报刊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既促使变法维新要求的高涨，又助

长革命排满势力的伸张，而新旧思想的冲突以至革命派与君宪派

的对抗形势，也不能不说是随着报刊言论的激荡而深化。

一般来说，报纸主要是刊登新闻，杂志则揭载评论；至于材料

的选择，报纸是一般性的，杂志是比较特殊的。 但中国早期的报

纸和杂志，无论内容、形式以及对于社会的作用，都有许多相似之

处，没有明确的区分，所以统称为“报”或“报刊”。所谓“政论报刊”

的主要特点，顾名思义，是以议论政治为主，因此“论说”一栏最受

重视，而新闻报道反居于次要地位，这与商业性质的报纸和以后进

入企业化时代的报纸，是颇不相同的。

近代中国最早具有政论性质的报刊，是光绪二十一年（　

年）间维新人士先后在北京和上海创办的《中外纪闻》及《强学报》，

虽然出版未几即告停刊，但已肇人民公开发表政见之先河。在此

以前，除《官报》外，绝大多数的华文报刊，都是侨居中国的欧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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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于发行外文报刊之余而创设的，由中国人自办的寥寥无几；且社

会上阅报风气未开，报纸的地位并不受到重视，要到中日甲午战争

（光绪二十年， 年）后“，在野之有识者，知政治之有待改革，而

又无柄可操，则不得不藉报纸以发抒其意见” 。政论报刊遂应运

而生，很快便成为知识人士吸收同志、鼓吹主张的重要工具，不但

造就了中国报业的发展，更开创了近代中国思想史上一个崭新的

局面。

年）间，汪康年（ 、黄光绪二十二年（ 遵宪

）等在上海创办《时务报》梁启超（ （旬

刊），作为维新派的言论机关，其内容“率以变法图强为宗旨，盖至

是而吾国始有论政之杂志” 。出版以后，风行一时，备受各地的

新学士子 。澳门《知新报》（初时欢迎，“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

是五日刊，后改为旬刊）及长沙《湘学新报》（旬刊，后改称《湘学

报》）等继起，互相应 年）变法和，汇成了戊戌（光绪二十四年，

维新人士之所以如此着意于开办报馆，乃因他们认运动的热潮。

定“欲振 。而“欲开〔学〕中国，在广人才；欲广人才，在兴学会”

会，非有报馆不可；报馆之议论既浸渍于人心，则风气之成不远

矣”。《时务报》创始，即已宣称“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

。严复（ 、夏曾导端也” 佑（ ）等后一年在

天津发行的《国闻报》（日报），亦谓其目的“将以求通焉耳。夫通之

道有二：一曰通上下之情，一日通中外之故” 。他们既领会到报

刊的力量，因此利用报刊作为宣扬其主义的媒介，遂不遗余力，办

报一事也就无形中成了维新人士活动的枢纽。

及至戊戌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先后主编《清议报》（旬

刊）与《新民丛报》（半月刊）于横滨，继续从事文字鼓吹工作。癸卯

（光绪二十九年， 年）间，上海的革命派报纸《国民日日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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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三种刊物为代表，划分戊戌前后

国民思想精神变化的进程为变法、保皇、立宪三个时期。 事实显

示，这些杂志曾经成为社会潮流的启蒙及主导力量，使新思想、新

知识得以较普遍地传播，扩大了知识人士的眼界，并加强了他们的

国民观念和变革热望，所以不失为反映时代趋向的代表性出版物。

如上所述，最初的政论性报刊，都是维新派人士所创办的。至

于早期 ）等，在海外从事革命活动的志士如孙文（中山，

由于偏重实际行动，忽略了文字方面的鼓吹，且兴中会于甲午（光

绪二十年， 年）成立之初，文人墨士颇为缺乏，所用的宣传册

子仅有《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及选录《明夷待访录》内《原

君》、《原臣》二篇而已，尚未建立正式 自从乙未（光的言论机关。

年）广绪二十一年， 州一役失败后，孙中山在日本规划革命，

重图大举，渐知创设宣传机构为革命事业中不可或缺的一项工作，

乃于己亥（光绪二十五年， 年）秋派遣陈少 至白（

香港发行《中国日报》，由是始有革命报纸面世。

革命思想亦萌兴于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之间，早在庚子（光绪

二十六年， 年）之际，留学界已有倾向革命的言论出现，是值

得注意的一事，因为中国国内早期革命思想的胚胎，多少乃承接此

脉络而来。当时留学生不满百人，但“人人皆醉心自由平等、天赋

人权之学说”，“而主张根本改革之激烈论者，殆过半数”。是年留

学界开始发行《译书汇编》月刊，专以编译欧、美法政名著为宗旨，

如卢骚 《民约论》、孟德斯鸠

《万法精理》、约翰穆勒（

《自由原论》、斯宾塞（

《代议政体》等，逐期刊登。随后又有《开智录》半月刊的出

版，专发挥自由平等学说。这两种杂志对于启迪知识青年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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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相当的功劳。秦力 翼翚（元

等复于辛丑（光绪二十七年， 年）发起《国民报》月刊，鼓

吹民族主义，措辞颇为激烈，开留学界革命报刊之先河，但因经费

不足，出版仅数月，即告停刊。次年年底，戢元丞继办《大陆报》月

刊于上海，倡议改革，排斥保皇，可以说是上海最早具有初步革命

思想的刊物。

可是，在当时国内外的环境下，革命言论的展开，殊不容易。

戊戌前，所谓士大夫读书阶级，差不多完全是康有为（

、梁启超维新派的地盘 变法虽然失败，但他们继而提基础；

出的保皇、立宪主张，在思想界中仍有一定影响。而且，革命人士

初时所依靠的，主要是海外华侨社会及会党势力，在国内几乎没有

得到什么大的支持； 年）康有为于加拿大组织光绪二十五年（

保皇会后，在海外声势大增，更夺去了不少革命的据点。“当此之

时，革命前途，黑暗无似，希望几绝。” 留学界的现象，仅为革命事

业透露了一点曙光，要把革命思想向国内灌输，实是一项艰困的

工作。

上海是中国沿海中部的一个大城市，又是重要的交通孔道，鸦

片战争（道光二十至二十二年， 年）后，辟为通商口岸，

英、法并相继设立租界于此。由于地理环境及华洋杂处的缘故，上

海也就很快成为西方文化输入中国的一大集合点，具有较特殊的

社会形态。开埠不久，外侨因鉴于商业贸易的需要，很早已有外文

报纸的创办，后来更因他们与华人的商业关系日渐密切，所以又经

营起华文报纸来，同治十一年（ 年）创刊的《申报》和光绪十九

年）创刊的《新闻报》均为日报中的重要代表。这年（ 些报纸

的内容，初时都偏重于报道有关贸易事情及宣传商品，不但没有中

心的主张，也不敢涉及政治问题，只是当作与华人贸易的一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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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已。

甲午以后，中国人自办的报刊大量出现，使上海顿成全国出版

事业最蓬勃的地方。是时具有开创一时代风气意义的刊物，应首

推《时务报》，已如前述。但该杂志因汪、梁二氏交恶及戊戌年六月

年 月）清廷下诏改为《时务官报》而告终，汪康年另设《昌

言报》，其体例皆仍《时务报》之旧，政变发生后，旋即停刊。而早在

是年闰三月（ 月）间，汪氏还另外发行了一种《时务日报》，以记载

中外大事、评议时政得失为主，锐意革新，图与《申报》竞争，随后改

名为《中外日报》，政变以后仍继续出版，成为上海主要的日报之

一，其 此外，庚子间，言论由始至终，大抵不出变法维新的范畴。

日人田野橘次创《同 日报），鼓吹改革，与唐才常（文沪报

在上海组织正气会（自立会）及召集维新志士，颇有密切关

世纪末至 世纪初，上海的系。 总言之， 几份主要日报，如

《申报》、《新闻报》、《中外日报》及《同文沪报》等，都不是革命报纸，

甚至对革命活动予以严厉的抨击，可见当时比较开明进步的上海

言论界仍是颇为保守的，更遑论国内其他地方了。

不过，知识人士对国事的关心日益普遍，实为革命造成一种新

的形势。他们由于受了戊戌维新失败及庚子义和团事件的刺激，

痛感满清政府腐败无能，开始群趋于救国的政治运动，“而革命风

潮从此萌芽矣” 。维新以后京师与各省学堂的设立，和庚子以后

出洋留学风气的盛行，更使知识人士有了集中一地的机会，在新知

识、新思想的激荡下，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觉悟性的新知识群。

他们富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及民族意识，对于国家处境与政治形势

的反应极度敏感，思想和言论均十分激进，因此对于旧社会的不满

情绪以及希求变革的欲望，也最为明显易见。壬寅（光绪二十八

年， 年）、癸卯（光绪二十九年， 年）之际，国内外学潮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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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云涌，实反映了这一新知识群体的兴起及扩展。

学潮的出现，肇始于留日学生界。因为庚子以后变法的要求

益切，而所有新政又需人办理，地方政府遂相率有留学生的派遣，

其中以前赴日本的 年）留日学生已有六居多，光绪二十八年（

百余人， 这两年间，先后有“支那亡次年即骤增至一千三百余人。

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的发起，“成城学校入学事件”（东京留学

生反对清使馆拒绝保送私费陆军学生）的发生，及“拒俄学生军”的

组织等等。在国内，学潮也日益澎湃，首先是上海文化界、教育界

人士在张园举办“协助亚东游学会”，不久，南洋公学、南京陆师学

堂等相继发生退学事件，而类似的情况，更遍及全国各地。同时，

国内外的知识青年，又借着出版书报和各种机会，互为呼应，声势

日益浩大，正如孙中山所说，“留东学生提倡于先，内地学生附和于

后，各省风潮，从此渐作”，而演成革命风潮初盛的时代。

其实这些爱国的新知识分子，起初他们的思想并不是革命的。

例如留学界最先的进步刊物《译书汇编》及《开智录》“，都还没有提

出革命的或其他的激烈主张，同改良主义者的政治分野实际上还

不明显 事实上《开智录》创办人之一的郑贯公（贯一，

，是《清议报》的助理编辑，因此言论虽然缓急有差，但仍不是

革命与改革之别。到《国民报》出现，才“反映了新从改良主义思想

的影响下解放出来的爱国知识分子的思想面貌”，虽未正面地提出

反满革命的主张，却认为革命党人所抱的颠覆自命宗旨既美且正，

可见已有了强烈的革命倾向。此外，留日学生在癸卯 年）创

办的几种带有地方色彩的月刊，如《湖北学生界》、《浙江潮》和《江

苏》等，都着力于介绍世界局势及指出中国危机，企图借着输入外

国新知，催促国人发奋图存；换言之，这些留学生刊物都是从爱家

乡、爱祖国的热情出发，初时并没有宣传排满和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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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新知识群急激地趋向革命，且成为清季革命势力中

重要的一环，则是明显的事实。论者自以为，在辛亥革命中，会党

分子、商人、华侨等虽担任了角色，但主要的推动力实来自学界；

或更清楚地指出，学界中的革命知识分子集结在排满革命的民族

主义主导思想之下，领导革命活动，最后推翻了满清政府的统

治。 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多置其重点于急进知识分子跟革

而多命运动之间的关系， 少忽略了新知识群整体性推移的情况，

以及这一群体在趋向革命的过程中所表现的形态等等。这些问

题，将在下文通过具体的事实引证，予以申论。此处仍需指出，新

知识群与政论报刊二者息息相关及互为因果的现象，亦颇可注意，

理由是新知识群一面既受了进步书报的影响而加速成长的脚步，

同时他们又发行更多新的刊物，以巩固和扩大其社会基础。

总的来说，庚子至壬 年）的几年间，中国的革寅

新势力大体上仍为康、梁的论调所左右，但一个倾向革命的新知识

分子群体正在酝酿形成，不过尚未正式揭起革命的旗号。而唯一

声称革命言论机关的《中国日报》，“初以不审英人对华政策所在，

一时未敢公然高唱革命排满之说，半载后措辞始渐激烈 ；又“因

操笔政者，短于欧美新思想，颇不为学者所重视” 。在早期的革

命运动中，事实上并未能有效地负起鼓吹革命思想的任务。结果，

年）间癸卯（ ，在上海异军突起的一家革命报纸，竟是并非由

革命人士所筹办的《苏报》（日报），其言论至为激烈，震惊朝野，随

后由于清政府的压制，酿成了举国瞩目的“苏报案”。自此江浙一

带的政治风气，有了很大的改变；更重要的，是《苏报》清楚划分了

革命与改革的思想界线，并配合着时局的发展，催促了知识人士急

剧地向革命转化，使革命形势顿为改观。

而且，《苏报》的主张前后迥异“，由变法而保皇，由保皇而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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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草蛇灰线，层级 。其转变的经过，充分反映出晚清政治井然”

思想的演化和趋向。下文即以《苏报》为主要线索，探讨癸卯前后

中国思想界的情形，分析《苏报》与清末政治思潮发展的关系，并进

一步对于这份报纸的历史地位，给予全面性的评价。

注 释：

年；香港：太平书上海：商务印书馆，①参阅戈公振《中国报学史 局，

年重印本），页

②参阅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上册（台北：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

年），页

③同注①，页

台④汪诒年编《汪穰卿先生传记》卷 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页

⑤梁启超《本馆第一百册祝辞》，《清议报》第 册（日本横滨），光绪二十七

年十一月 日），页十一日（ 年 月

参阅汤志钧《戊戌变法时的学会和报刊》，氏著《戊戌变法 武汉：史论丛

湖北人民出版社， 年），页

册梁启超《变法通议》之十三《论学会》，《时务报》第 （上海），光绪二十

二年十月 日），页初一日（ 年 月

梁启超《与穗卿〔夏曾佑〕足下书》，光绪二十一年（ 年）五月；引自丁文

江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世界书局， 年），页

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时务报》第 册，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日

日）年 月 ，页

《国闻报缘起》，见《中国报学史》，页 附注。

《近四十年世风之变态》，《国民日日报汇编》第 集（上海：东大陆译印所，

光绪三十年， 年“）社说”，页

参阅冯自由《革命初期之宣传品》，氏著《革命逸史》第 集（台北：台湾

商务 年重印本），页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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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院， 页

参阅胡道静《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上海市通志馆期刊》第 卷第

期（ 月）年 ，页

及 ，页同注①，页 ；注

册，参阅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 页

参阅王德昭《知识分子与辛亥革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

期（报》第 月年 ），卷第 页 。陈庆华《辛亥革命时期的

革命知识分子》称这个新知识群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

认为他们“是中国历史发展到十九世纪末尾和二十世纪开头年代的新产

物”。见《光明 》第日报 史学双周 号（ 月 日，北京）。年

亦参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年），页

参阅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 年；台北，影印本）上海， ，页 ；黄福

庆《清末留日学生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年），页

参阅胡绳武、金冲及《同盟会成立前留日学生中革命思想的发展》，《光明

日报 史学双 号（周刊》第 年 月 日，北京）。

参阅冯自由《陈少白时代之中国日报》 集，页，《革命逸史》第

册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 （台北：世界书局， 年），页

；并参冯自由《横滨开智录》、《东京国民报》、《东京国民报补述》及

《励志会 集，页与译书汇编》，《革命逸史》第

年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上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重印

本），页

章“有志竟成”，《国父全书》（台北：国防研究孙中山《孙文学说》第

，

， （ ：

，

，同注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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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书（注如 ）及

，

（

《苏报案纪事 一名《癸卯大狱记》；缺编者姓名及出版时地，台北：国民党

史会影印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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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苏报》的历史及言论

转变的经过

《苏报》初时“本一营业性质之小报” ，在上海新闻界中没有

什么地位， 该报的早期历史，世人所知甚少，有关的记载多属互

相转引，且说法亦不尽相同。由于缺乏详确足供参考的文献，实难

以作深入的考证；不过，把现存的资料加以比较和分析，尚能找出

大致的脉络及纠正若干错误。

关于《苏报》创刊的年份，有两种记载：一说是光绪二十二年

年）， 一说是次年夏季。 向来学者都是任采其一，未予肯

定孰是孰非。早期的《苏报》已经散佚，无从用实物证明，然而，光

绪二十九年四 月月 日）《苏报》报端印有“第二初十日（ 年

四五一号”字样，以后逐日顺次编号，据此向前推算，如果中间没有

停刊过的话，《苏报》应创于光绪二十二年（ 年）六七月左右；

若曾经中断，则最初发行的日期还要更早。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

资料续集》书首加插《苏报》图版一张，上面印有光绪二十四年正月

十五日（ 年 月 日）及“第五七六号”字样，进一步证明了这

个推算结果的可靠性。近年出版的报刊史著作，则具体说《苏报》

始自光绪二十二年五 月 日）。年月十六日（ 无论如何，

光绪二十三年（ 年）夏创刊的说法是不对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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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报案纪事》应是最早记述《苏报》历史的著作，可是该书只

简 ，交代得颇不清楚。戈公单地说《苏报》“向为日本人所创办”

著《中国报振（ 学史》，始记载该报是“胡璋（铁梅）所经

营，但由其妻日本女子生驹悦出名，在驻沪日本总领事馆注册” 。

再 光绪二十从其他资料，得知当初的主笔是邹弢

四 年年二月（ 月）间，邹弢向英租界公廨控告馆主生驹悦强

迫撰稿索诈，生驹悦曾向邹弢说：“馆由东洋外部大臣来的，领事亦

不能管我。我虽平常人，曾由胡铁梅在日绅日官前保举为馆

主。” 因此，《苏报》更被认为是日本政府外务省（外交部）在上海

所设立的机关 但生驹悦这段话出于与人诉讼之时，是否全属报。

事实或有夸大成分，现已无从确定，日本方面也不见有相关的记

录， 所以，只可以说早期《苏报》在人事上或经济上与上海的日本

月 日）以前，年人有若干关系，光绪二十九年四月九日（

该报兼用日本明治纪年，亦足为一佐证。由于上述原因，“故外称

，但必不至日 于是日本人所设 政府的机关刊物。”

《苏报》“在这样姿态下经营着，内容却不十分的好” 。报上

“所刊消息议论，颇为无聊”。光绪二十三年五月（ 年 月）

间，曾因刊登黄色新闻与法租界公廨发生纠葛；次年又有前述主笔

与馆主诉讼之事，可见名誉也很差。加上经营不善，颇有亏蚀，遂

全盘出让，由一个叫做陈范（ 的举人购得，继续营

业。 陈范原名彝范，字梦坡，湖南衡山人，本为江西铅山知县“，因

教案落职，移居上海” ；其兄陈鼎 ）则因戊戌党事获

罪，被判永久监禁。 陈范由是“愤官场之腐败，思以清议救天下，

。以遂承办是报” 其妹婿汪文溥（兰皋， 助理报

务。 馆址初在英租界四马路望平街，后迁至棋盘街，最后则设在

英租界三马路二十号。 据汪文溥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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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丁戊〔光绪二十三、二十四年， 〕之际，康有

为始以维新号召徒党，君〔按：指陈范〕私谓余曰：“中国在势当

改革，而康君所持非也，君盍偕我以文字饷国人，俾无再入迷

途。”于是相与在沪组织一 〕以言日报，此即壬寅〔按：应为癸

革命被祸之《苏报》也。

陈范如何认为康有为持论不当，已无从得知；但他承办《苏报》的原

因，是希望借着文字宣传来挽救国家危堕的局面，则是很明显的，

当时比较开明的官僚和知识人士心目中救国的方法，大抵不外如

是。因为这个缘故，《苏报》便开始成为一家具有政论性质的报

纸了。

至于陈范接办《苏报》究始于何时，说法并不一致。后人著作，

年）有说是在光绪二十四年（ 的， 但多数说是在光绪二十六

年年（ ）。 较为可信的资料有二：一是《苏报案纪事》，该书是

光绪二十九年 年闰五月（ 月）“苏报案”发生后在同年内出

版的，提及陈范接办一事，谓“至今将及四年” ，换言之，应始于光

绪二十五年（ 年）间；另一是汪文溥的回忆文字，说陈范和他

接手《苏报》“，适在戊戌政变” 。按政变发生于光绪二十四年八

月初 年（ 月下旬），结合上两资料来看，《苏报》在这时或稍

后至翌年间转由陈范主持，当属不谬。

此后，《苏报》即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于上海报坛“，其主张日

追潮流而进步” ，在当时的思想风气之下，逐渐受到注重“。初力

主变法，颇为读者欢迎，嗣复中于康、梁学说，高唱保皇立宪之论，

时人多以康党目之。” 《苏报》的若干论说，曾见于《清议报》及《新

民丛报》等杂志的转载， 足以说明该报言论，亦颇受保皇立宪人

士的重视，甚至引为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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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失败之后 ）被囚，慈禧太后（西，光绪帝（

）临朝训政，并拟谋废立，光绪二十五年十太后， 二月二

十四日（ 月年 日）下诏建储，但海内外各地人士纷纷致

电谏阻，上 、黄炎培（海绅商学界蔡元培（

等一千二百余人，推电报局总办经 ）领衔，联电抗元善（

《苏报》及《清议报》、《知新报》也发表反对言论。 从争。 下面的

一段文字，可以清楚看到当时《苏报》“忠君保皇”的程度：

今皇上临御已二十有六年，天下臣民无不向慕，无不爱

戴，自戊戌八月政变，无日不翘首北望，期皇上之复权。读征

医之诏，则蹙然以忧；读遣医之谕，则皇然以疑。天下方日以

我皇上为念，而骤有往岁十二月二十四日建储谕旨，则天下人

心，安有不彷徨瞻顾，忧思涕泣，而不可止者乎！⋯⋯今上拥

虚位以立于群臣之上，临御二十六年，为天下所爱载〔戴〕，而

忽成为缀旒、为闰位。呜呼！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此外，《苏报》的其他论说，亦充分反映出该报对当时政局的看

法，例如《历诋篇》抨击身居高位的朝士大夫但求贪图一己的功名

利禄，误国殃民，“前此之内难外衅，俾君民交受其困，实诸公贻

之”。对主持军机处及光绪二十七年三 年月（ 月）新设立的

督办政务处官员，尤加以严厉责难：

衮衮诸公，日从事于引用腹心，斩芟异己，联络外人，弥缝

前隙，此外更有何措注乎。⋯⋯好民之所恶，恶民之所好，徒

偶取一二无妨于其私计者，缘饰敷衍以欺天下，以示异于前此

之顽固。推其心，国家可亡也，社稷可覆也；天家母子可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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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阻，使中外议慈孝之未尽也；四百兆满汉种胄可利权尽失，

生计日蹙，而牛马奴隶于异族也。惟其及身之富贵利禄，所以

饫其气体、骄其妻妾、贻其子孙、庇其戚党、夸其乡里者，必不

可使有一丝一毫之缺陷，其心目中殆以为举天下惟其身为足

重。国之孱弱破败，而犹为人所撕裂；民之死亡流离，而犹为

人所践踏；彼虽觏于目，接于耳，而无所动于心。

此文又批评庚子事变后清廷推行的所谓新政，仅是敷衍了事，完全

没有更新的气象，军机处“则依然一前日之军机处，虽新设之政务

处，亦依然一前日之军机处；甚且褊私巧猾，招权树党，较前此为尤

甚焉”。同时，还指出朝廷媚外态度的不当“：姑无论庚辛之衅启于

排外，而祸机之伏不在排外，为人人所知也。试与取中外数千年历

史观之，有内政之弊如今日，民生之困如今日，而仅以媚外足免危

亡者乎。 其措辞锋锐，直斥官场中人的腐败无能，至为透切。”

《各国变法功效考》同样指责新政推行的失败，可是错误地认

为“朝廷痛定思痛，屡以变法自强，号召天下”。不能洞悉清廷本身

并没有真正变革的诚意，而把新政没有成功的理由，归咎于“各省

之承流宣化者，徒有变法之名，毫无变法之实，未闻实行一政，副明

廷诰诫之训，慰天下期望之心”。且其中心理念，仍不外乎是变法

本之弊政，初不异于中国，一旦励精图可致自强的论调，如说“日

治，遂驾中国之上，而与泰西诸国并驾齐驱，则变法之功效故也”，

更强调“复君权者，日本自强之本也”。中国“苟能实心变法，则变

法之功效，何遽不如日本哉” 。其实是想喻明，如要变法有成，就

首先要恢复光绪帝的权位而已。

前文经已提及，在戊戌政变发生后的三四年间，比较开明的人

士，仍多受康、梁思想的影响。《苏报》的议论，可以说是追随着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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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潮流，强调变法，倡议保皇，与康、梁等人的主张，基本上没有什

么分别。虽然流露了不满官场及时局的情绪，但主要是针对西太

后主持下的措施，幻想着只要光绪帝复位，推行变革，则垂危的中

国可以重新振作起来。当然，这时《苏报》在上海的言论界中，会有

一定的作用，但无论如何，其影响力绝对比不上《清议报》及《新民

丛报》。

据汪文溥的回想，《苏报》曾因主张“斥君扶民为根本之解决，

会胡运未终，吾人自安于蜷伏”，以致“读《苏报》者，辄诧为怪诞，经

济乃大困”。陈范曾将报馆交给汪文溥负责，而自己则前赴河北筹

款，经年始归；随后汪氏亦到湖南筹款，未几而有“苏报案”的发

生。 由是得知光绪二十九年闰五 月）以前的一段日月（ 年

子，是陈范独自管理报馆事务的时期，究有多久，则无从推断。“报

可见馆中经济既困，人才亦少，陈氏常拉人写论说。 《苏报》的销

年路一直没有多大进展，直至光绪二十八、二十九年之际，即

初，始有转机，其原因诚如《苏报案纪事》所指出“：《苏报》之所以大

张旗帜，实始于去年〔壬寅〕之冬，盖增入‘学界风潮’一门，乃大为

阅者之所注目矣。 报务自此日益发达，而报纸的内容也有很大

变化。

根据上引资料“，学界风潮”始于壬寅之冬（或作光绪二十八年

冬初）， 较后时担任《苏报》主笔的章士钊（行严 且

谓这一栏是“该报承南洋公学以墨水壶退学之余波”而增辟的。

按南洋公学（即后来的交通大学）退学事件发生于壬寅十月十七日

年 月 日），“学界风潮”应是在此以后设立的，但因文

献不足，无法确定其最初出现的日期。曾有学者检阅台北“中国国

民党中央党史会”所藏壬寅、癸卯年间残缺不全的《苏报》，指出这

一栏之始见于该会所藏《苏报》者，为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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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日年 月 ）， 由是推断“实辟于癸卯年初” ，现

有的《苏 即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初一报》影印本，由最先的一日

日（ 年 月 日）开始，已有“学界风潮”一栏，实比上述日

期，还早了十二天。再就报中内容，得知一月下旬已有。 然则是

否确实辟于癸卯之初，而非壬寅之冬，仍有待进一步的证明。

自此，《苏报》对于各地发生的学潮，均尽量予以报道，在言论

上且加以同情及支持，“所载文章，素为东南学界所注目” 。又大

量刊登学生来函，揭发各学堂的腐败情形，使学生的激烈情绪，得

以宣泄，无形中成为鼓动学潮的旗手。论者已予指出，《苏报》虽然

大量登载上海学界的活动情形，但其关心及影响并不仅局限于一

地，各地学堂的消息亦可见于报中，大部分的报告是关于江苏、浙

江两省，此外，尚可找到一些记载涉及至少其他九个省份的学堂；

报上刊出的信件有远寄自湖南、湖北及北京者，广泛散布于各处的

学堂学生并指望《苏报》为他们表明意见。所以，该报实已成为新

学界的报纸。 同时，在癸卯年的《苏报》上，亦可见到不少介绍留

日学界状况的记事及留学生的函件，足以显示该报又是当时国内

外年轻学生沟通意见的媒介之一。

还需要注意的一个现象，是《苏报》的言论转趋激烈，行文中更

逐渐流露了民族感情及仇满思想。很明显地，这是与学潮相互影

响所致，因为庚子后满清政府威信扫地和新思想的灌输，均足以启

发知识人士的民族意识，及促使他们摒弃了温和的改革政治方式

而倾向排满革命。学潮一旦发生，不论其动机为何，但相激相荡的

结果，必然增加了对清政府的不满、对守旧人士的愤恨， 《苏报》

最后之演变成为一份革命报纸，与这一形势是分不开的。但如果

认为《苏报》增辟“学界风潮”乃“宣传革命”之始， 则未免过于强

调，而与事实不符。因壬寅之冬的《苏报》，论文如《论废立之必不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